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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关于城市规模问题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受到广泛关注，各种关于城市规模

的理论和政策争论的焦点在于，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Ｕ”假说是否成立。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中的ＢＣＣ模型、超效率模型和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系统测算
和分析了中国城市和地级市及以上城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规模效率及其与城市规模之间
的关系。总体来看，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其规模正相关，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经济、社会和
环境规模效率与其规模基本上呈“倒Ｕ”型关系，倒“Ｕ”曲线顶点对应的城市规模对城市
发展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据此，本文提出“促进中小城市发展、限制超大城市、完善城市
管理、协调区域城市发展”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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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各大都市圈在空间上不
断扩张，城镇化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增大，城
市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突显。关于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尤其是城市规模问
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国内外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

中国一直坚持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规模政
策。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小城镇，大问题”上升到９０年代末期的“小城镇，大战略”，小城镇在
我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显出来。２００１年３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五”计划提
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
作用，引导城市密集区有序发展。”显然，“十五”计划所强调的城市发展重点仍然是小城镇和中小城
市。为了突出这一意图，“十五”计划还特别强调，要“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但是，事与愿违，尽
管国家政策层面一直强调要控制大城市的规模扩张，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是与国家战略要求
背道而驰的。由表１可以看到，２００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人口比重在不断下降，而２００万人口以上的
城市人口比重则在不断上升。中国人口向２００万以上规模的超大城市集聚的特点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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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围绕大城市发展论、小城镇发展论、中等城市发展论、两极发展论、多元
发展论、超大城市规模控制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城市论的主要支持者有胡兆量（１９８４）、王元
（１９８５）、高佩义（１９９１）、王小鲁和夏小林（１９９９）、陈伟民和蒋华园（２０００）、周铁训（２００１）、刘永亮
（２００９）、王小鲁（２０１０）、肖文和王平（２０１１）。其中胡兆量（１９８４）首次提出了“大城市人口的超前发
展规律”；高佩义（１９９１）通过大量资料的对比分析，论证了“大城市超前增长规律”；周铁训（２００１）认
为将一批大中城市发展成超大城市，形成巨型的城市带和大型城市群，是实现２０５０年城镇化战略
目标的必由之路。王小鲁和夏小林（１９９９）认为中国应多发展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王小鲁（２０１０）
预测我国未来至少会增加上百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以费孝通为首的学者则提出小城镇发
展论。郑亚平和聂锐（２０１０）等学者则赞成中等城市发展论；两极发展论认为应该重点发展大城市
和小城镇，杨学成和汪冬梅（２００２）等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受到最广泛支持的是多元发展论，该观点
强调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赞成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秦尊文（２００３）、高鸿鹰和武康平（２００７）、
许抄军（２００８）、刘爱梅和杨德才（２０１１）。其中高鸿鹰和武康平（２００７）提出，应该快速增加１００万人
口以上城市分布比重，合理引导资本密集型产业向５０～１００万人口城市转移，适度地保护规模较小
城市的发展。超大城市规模控制论得到了檀学文（２００６）、郑亚平和聂锐（２０１０）、王小鲁（２０１０）、肖
文和王平（２０１１）、刘爱梅和杨德才（２０１１）等学者的拥护，其中檀学文（２００６）提出一个基于城市聚集
经济原理的大城市过度规模假说，并用北京卫星城政策和卫星城人口变动数据进行了检验。

　　表１ 中国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变化趋势 单位：％

城市人口规模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万以下 ０．５４　０．５３　０．３９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０９
２０～５０万 １５．０５　１２．８２　１０．１５　６．５１　５．２７　５．０９
５０～１００万 ２８．８６　２５．９４　２６．３１　２１．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３１
１００～２００万 ３０．５５　３５．２５　３２．７７　２８．５８　２８．９８　２８．８９
２００～８００万 ２４．９９　２１．９　２０．２４　３１．３１　 ３３　 ３３．２３
８００万以上 ０　 ３．５７　１０．１４　１１．６６　１２．４４　１２．３９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国外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可以归为三

类，即中小城市战略、大城市战略、大城市控
制论。中 小 城 市 战 略 的 研 究 者 主 要 有

Ｓｏｕｔｈａｌ（１９７９）、Ｒｏｎｄｉｎｅｌｌｉ（１９８０）、Ｒｅｎａｕｄ
（１９８１）、Ｈａｒｄｏｙ 和 Ｓａｔｔｅｒｔｈｗａｉｔｅ（１９８６）、

Ｇｕｇｌｅｒ等（１９８８）、Ｂｌｉｚｅｒ等（１９８８）。其中

Ｂｌｉｚｅｒ等（１９８８）就１９６０－１９８９年间有关第
三世界中小城市的文献进行了综述，认为中
小城市对迎合快速城市化、经济、社会和政治

转变，以及提供最优的人类居住区都是很适宜的。然而，这一发展战略也面临着来自现实世界的挑
战。强调重点发展大城市的代表人物是 ＭｃＧｅｅ（１９９４），他发现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增长和城市化
是不可避免的和规模巨大的。在是否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问题上，Ｈｏｗａｒｄ（１９８８）提出，城市的规
模必须加以限制，每个田园城市的人口限制在３万人。

综上所述，各种理论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潜在的城市规模，在此之前，随着城市
规模的扩大，城市的效率表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而在此之后，城市效率则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呈
现出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Ｕ”关系，本文将其定义为城市规模效率
的倒“Ｕ”假说，并通过对中国城市规模效率进行测算，综合评估和比较中国各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
规模效率，包括经济规模效率、社会规模效率和环境规模效率，以及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
的关系，验证倒“Ｕ”型城市规模效率曲线在中国城市经济中的存在性，并对其最大规模效率对应的
城市规模进行测算，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规模政策。文章第二部分为模型、方
法和数据，第三部分通过中国城市规模效率的综合评价，验证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
倒“Ｕ”关系；第四部分通过超效率模型以及Ｔｏｂｉｔ回归，对中国城市规模效率的倒“Ｕ”关系进一步
检验；第五部分对中国四大区域城市规模效率进行比较，并分别计算出四大地区城市规模效率曲线
顶点对应的城市规模；第六部分为文章结论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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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方法与数据

ＤＥＡ是一种利用非参数方法在多投入多产出情况下测算决策单元（ＤＭＵ）相对效率的评估方
法，它不考虑ＤＭＵ 的生产技术，直接利用ＤＭＵ的投入－产出数据和数学规划方法，构建出一个
包含若干个ＤＭＵ 的处于相对有效前沿的效率面，然后计算出某个给定ＤＭＵ相对于那些处于效
率面的ＤＭＵ的效率水平。ＤＥＡ模型最早由Ｃｈａｒｎｅｓ、Ｃｏｏｐｅｒ与Ｒｈｏｄｅ三位学者于１９７８年提出，
并开发了最早的ＤＥＡ模型—ＣＣＲ模型，但该模型只能处理具有不变规模报酬特征的ＤＭＵ的效
率评估问题。１９８４年，Ｂａｎｋｅｒ、Ｃｈａｒｎｅｓ和Ｃｏｏｐｅｒ开发了ＢＣＣ模型，使ＤＥＡ方法可用于分析可变
规模报酬的生产技术。

（一）ＢＣＣ模型与规模效率的计算
考虑Ｎ个ＤＭＵ，它们可以把Ｉ种投入转换为Ｊ种产出。为了测度ＤＭＵ 投入、产出转换过程

中的效率，Ｃｈａｒｎｅｓ等建议使用最大化此ＤＭＵ的加权产出与加权投入之比，约束条件为所有其他

ＤＭＵ的类似比率小于等于１，即：

Ｍａｘθｎ ＝
∑
Ｊ

ｊ＝１
ｕｎｊｙｎｊ

∑
Ｉ

ｉ＝１
ｖｎｉｘｎｉ

；ｓ．ｔ．
∑
Ｊ

ｊ＝１
ｕｎｊｙｎｊ

∑
Ｉ

ｉ＝１
ｖｎｉｘｎｉ

≤１；ｕｎｊ，ｙｎｊ ≥０；　ｉ＝１，…，Ｉ；　ｊ＝１，…，Ｊ；　ｎ＝１，…，Ｎ　 （１）

其中ｙｎｊ 和ｘｎｉ 是第ｎ个ＤＭＵ的正的投入和产出，ｕｎｊ和ｖｎｉ 是求解方程（１）得到的权重变量，需
要测算的ＤＭＵ 用ｎ标注，方程（１）求解到的θｎ 的最大值就是第ｎ个ＤＭＵ的ＤＥＡ效率得分，因
为ｎ＝１，……，Ｎ，因此这个最大化问题可以适用于每个ＤＭＵ。因为θｎ 的取值介于［０，１］之间，所
以，只有当某个ＤＭＵ的 Ｍａｘθｎ＝１时，它才是ＤＥＡ有效的，否则就是无效的。该模型在ＣＣＲ模
型得出的技术效率（ＴＥＣＲＳ）的基础上，推导出纯技术效率（ＴＥＶＲＳ）和规模效率（ＳＥ），即

ＴＥＣＲＳ ＝ＴＥＶＲＳ ×ＳＥ （２）
（二）超效率模型及Ｔｏｂｉｔ回归
扩展之后的ＢＣＣ模型尽管能够区分ＤＭＵ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但总的来看，所有的样

本只是被简单地划归为两组，一组是处于效率前沿面的ＤＭＵ，其效率得分均为１，而另一组则是得
分小于１的无效率的ＤＭＵ。在实际情况下，决策者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区分有效和无效的ＤＭＵ，
更是为了能对所有的ＤＭＵ进行排序，而ＢＣＣ模型并不能区分出已经处于效率前沿面的ＤＭＵ的
相对效率水平。针对这一情况，Ｂａｎｋｅｒ和Ｇｉｆｆｏｒｄ（１９８８）以及Ｂａｎｋｅｒ等（１９８９）首次提出在测算时
将有效的ＤＭＵ从参考效率前沿面分离出去而在ＣＣＲ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超效率模型，这一方法最
终在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等（１９９３）的努力下日臻成熟。超效率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式（３）所示：

Ｍａｘθｃｃｒ－ｓｕｐｅｒｋ ＝
∑
Ｊ

ｊ＝１
ｎ≠ｋ

ｕｎｊｙｎｊ

∑
Ｉ

ｉ＝１
ｎ≠ｋ

ｖｎｉｘｎｉ
；ｓ．ｔ．
∑
Ｊ

ｊ＝１
ｎ≠ｋ

ｕｎｊｙｎｊ

∑
Ｉ

ｉ＝１
ｎ≠ｋ

ｖｎｉｘｎｉ
≤１；ｕｎｊ，ｙｎｊ ≥０；ｉ＝１，…，Ｉ；ｊ＝１，…，Ｊ；ｎ＝１，…，Ｎ （３）

其中，ｋ代表评价的某个ＤＭＵ，其他符号同方程（１）。方程（３）与方程（１）的区别在于，方程（１）
对第ｋ个ＤＭＵ 进行评价时，该ＤＭＵ的投入和产出是包括在内的，而方程（３）将第ｋ个ＤＭＵ原
来的投入和产出排除在外，其投入和产出由其他ＤＭＵ的投入和产出的线性组合代替。一个有效
的ＤＭＵ可以使其产出按比率减少，而其技术效率保持不变，其产出减少比率即其超效率减１。因
此，在超效率模型中，对于无效率的ＤＭＵ，其效率值与ＣＣＲ模型一致；而对于有效率的ＤＭ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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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该ＤＭＵ即使再等比例地减少超效率评价值，它在整个样本集合中也仍能保持相对有效。

Ｔｏｂｉｔ模型是对部分连续分布和部分离散分布的因变量提出的一个经济计量学模型。一般情
况下，如果自变量Ｙｉ的取值在某个范围之内或者在数据整理时进行了截断，且Ｙｉ与自变量Ｘｉ有
关，则有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Ｙｉ＝β０＋β
ＴＸｉ＋ｕｉ （４）

其中，ｉ＝１，２，３……Ｉ。在本文中，Ｙｉ为效率值，Ｘｉ是解释变量，β
Ｔ 是未知参数向量，ｕｉ～Ｎ（０，

σ２）。可以证明，当采用极大似然法对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时，得到β^
Ｔ 和^σ２ 是一致估计量。

（三）变量与数据的选取
如果将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按照传统的生产函数理论，投入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

要素，那么这个城市就能够像一个企业一样运转起来。对于城市产出，传统的生产函数更关注经济
产出，而社会产出和环境产出却没有被纳入统一的生产函数之中。对此，本文将社会产出和环境产
出作为城市经济产出的副产品，综合纳入城市效率问题的考察之中。因此，城市效率可用ＢＢＣ模
型和超效率模型中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超效率表示，它是度量城市在现有规模报酬状况和技术水平
下把一定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城市效率由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两部分组成：规模效率是度
量城市规模报酬偏离规模报酬不变的程度，当城市规模报酬为不变时，城市规模效率最高；纯技术
效率是度量城市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把一定的投入转为产出的能力，城市现有技术水平越先进，其纯
技术效率越高。
表２ 本文所选投入产出指标的统计描述

指标 代码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末人口 ｐｏｐｕ 万人 １７１６　 １３０．９４　 １６２．６１　 １４．６２　 １５４３
固定资产投资 ｃａｐｉ 万元 １７１６　 ３１３０２８０　 ５８６９９６３　 ３２１４０　 ５．８１Ｅ＋０７
土地面积 ｌａｎｄ 平方公里 １７１６　 ２１７５．３２　 ２５５９．５２　 ８０　 ２７０６７
ＧＤＰ　 ｇｄｐ 万元 １７１６　 ６０７７２６２　 １．３４Ｅ＋０７　 １４２１８５　 １．７０Ｅ＋０８

第二、三产业产值 ｎｏｎａｇｒｉｇｄｐ 万元 １７１６　 ５８８３６０２　 １．３３Ｅ＋０７　 １０２３８７　 １．６９Ｅ＋０８
专任教师数 ｔｅａｃ 人 １７１６　 １４５１６．４７　 １８４６０．４３　 １３５５　 １５１００７
高校专任教师数 ｃｏｌｌｔｅｃｈ 人 １７１６　 ３８２１．３８　 ７５９９．４９５　 ４９　 ５８１２２
图书藏量 ｌｉｂ 千册 １７１６　 １４３８．１０　 ４８１３．７１　 １３　 ６７５９６
医院床位数 ｈｏｓｐｂｅｄ 张 １７１６　 ６８９２．６７　 ９７５２．４５　 ３７５　 ９９９６９
医院医生数 ｄｏｃｔ 人 １７１６　 ３７２６．６６　 ５５６９．０２　 ２００　 ６２５３３
道路面积 ｒｏａｄｓｑｕ 万平方米 １７１６　 １２３３．５６　 １７７７．７５　 １　 ２１４９０
公共汽车数 ｂｕｓ 辆 １７１６　 １０９３．９　 ２３３１．１８　 １１　 ２６７９６
电话用户数 ｐｈｏｎｅ 万户 １７１６　 １８９．３０　 ３５５．８６　 １１　 ３２９７．４６
联网用户数 ｎｅｔ 户 １７１６　 ２８２６８５．６　 １４５６０４９　 ９１　 ５．１７Ｅ＋０７
生活用水量 ｗａｔｅｒ 万吨 １７１６　 ５０４７　 １０２７０．３３　 ７０　 １０６７３８
生活用电量 ｅｌｅｃｔ 万千瓦时 １７１６　 ７３５６１．２３　 １４８１１４．１　 １１８４　 １６８９５００
用燃气人口 ｇａｓ 人 １７１６　 ９６７５９９．２　 １８４８４４４　 ３３　 ２．３１Ｅ＋０７
绿地面积 ｇｒｅｅｎｓｑｕ 公顷 １７１６　 ５１６５．３０　 １３２７４．１１　 ２３　 １６８０２７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本文以年末人口数代表劳动力的投入，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资本投入，以市辖区土地
面积代表土地投入。城市经济效率的产出指标为ＧＤＰ、第二、三产业产值，产出指标除ＧＤＰ外还
增加第二、三产业产值，旨在能考察城市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城市社会效率又进一步细分为教育、文
化、医疗、通信、水电气供应和交通效率，其中，城市教育效率的产出指标为专任教师数、①高校专任
教师数；城市文化效率的产出指标为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城市医疗效率的产出指标为医院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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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床位数、医生数；城市通信效率的产出指标为电话用户数、①互联网用户数；城市水电气供应效率
产出指标为生活用水量、生活用电量、用燃气人口；城市交通效率的产出指标为道路面积、公共汽车
数；城市环境效率的产出指标为绿地面积；由于只有全市统计口径的废水、废物、废气排放量等数
据，因而产出指标没有吸纳环境污染指标。各类指标的统计结果见表２。
由于数据限制，此部分的考察时期选定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数据来源是《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全部数据的统计口径均为市辖区。本文依据聚集经济
理论，应用ＥＭＳ软件的ＢＢＣ模型和超效率模型以及ＥＶＩＥＷＳ软件的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测算和分
析中国城市效率分布及其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一定时期的中国城市效率及其与城市规模关系的实
证研究可以保证计算结果稳定性和判断其发展趋势。

三、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倒“Ｕ”假说的统计描述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模型，首先对２００５和２０１０年２８６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效率进行了测算，并按
照不同的城市规模进行了分类比较。结果发现，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存
在明显的“倒Ｕ”关系。

１．从经济效率角度看，２０１０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规模效率平均值为０．６６３。按不同城市规
模分组统计发现，城市规模在５００～８００万人之间的城市规模效率达到最高，为０．９５８。小于这个
规模的城市分组效率随着分组规模的提升，其平均效率值也逐步提高。但是，不同分组的城市规模
增长率基本保持在１００％左右，而规模效率的增长率在由小到大的城市规模分组之间的增长率则
依次递减，从最大的１４０％降低到２％；而对于８００万人以上的城市分组来说，其平均城市规模效率
为０．７８４，比５００～８００万人城市规模分组的平均效率降低了０．１７４，下降了１８．１６％，而其平均规
模则提高了１２３％。２００５年数据计算结果也呈相同趋势。这充分说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规模效
率与城市规模之间是存在倒“Ｕ”关系的（见表３）。
表３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规模效率及环境规模效率比较 单位：万人、％

地　区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城市规模 经济规模效率 环境规模效率 城市规模 经济规模效率 环境规模效率

平均

规模

增长

率
效率值 增长率 效率值 增长率

平均

规模

增长

率
效率值 增长率 效率值 增长率

全　国 １２７　 ０．７６４　 ０．２９８　 １３６　 ０．６６３　 ０．３３３
２０万以下 １８　 ０．２８６　 ０．０４２　 １７　 ０．１６２５　 ０．０６６
２０～５０万 ３９　１．１７　０．４６２　 ０．６２　 ０．１３７　 ２．２６　 ３７　１．１８　 ０．３９　 １．４０　 ０．２　 ２．０３
５０～１００万 ７３　０．８７　０．７２２　 ０．５６　 ０．２３　 ０．６８　 ７１　０．９２　０．５８１　 ０．４９　 ０．２３９　 ０．２０
１００～２００万 １３８　０．８９　０．８９９　 ０．２５　 ０．３０６　 ０．３３　 １３７　０．９３　０．７９５　 ０．３７　 ０．３４７　 ０．４５
２００～５００万 ２８５　１．０７　０．９５５　 ０．０６　 ０．５７９　 ０．８９　 ２７０　０．９７　 ０．９４　 ０．１８　 ０．６８４　 ０．９７
５００～８００万 ６１８　１．１７　０．９５８　 ０．００　 ０．７０９　 ０．２２　 ５４７　１．０３　０．９５８　 ０．０２　 ０．８１９　 ０．２０
８００万以上 １０５８　０．７１　０．８０４ －０．１６　 ０．８８８　 ０．２５　 １２２０　１．２３　０．７８４ －０．１８　 ０．５１１ －０．３８

　　资料来源：同上。

２．从社会规模效率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城市社会规模效率分别在５００万人前后出现递减趋
势。２０１０年，中国教育、文化、医疗、交通、水电气和通信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０．６５９、０．３８７、

０．８０９、０．７４３、０．７００、０．６６７。但是各项社会规模效率达到最大值的分组规模略有不同：教育规模效
率在２００～５００万人分组达到最大，为０．８９６；文化规模效率在５００～８００万人分组达到最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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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它等于固定电话用户数和移动电话用户数的总和。



０．９４４；医疗规模效率在１００～２００万人分组达到最大，为０．９１２；交通规模效率在２００～５００万人分
组达到最大，为０．９６５；水电气供应规模效率在５００～８００人万分组达到最大，为０．９０８；通信规模效
率在２００～５００万人分组达到最大，为０．９０５。各项社会规模效率在达到最大之前，各分组的平均
效率依次随着规模提高不断提高，但其提高幅度不断减小；而在达到最大效率之后，随着规模的提
高，平均效率均呈下降趋势，具有较明显的倒“Ｕ”趋势（见下图）。

图　中国城市社会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关系

３．从环境规模效率来看（见表３），２０１０年，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环境规模效率平均为

０．３３３。按照不同城市规模分组统计发现，中国
城市环境规模效率也是在５００～８００万人时达到
最大值，为０．８１９。在城市环境规模效率达到最
大值之前，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国地级以上
城市的环境规模效率是不断提高的。但按照不
同规模分组统计看，城市平均规模在不同分组之
间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１００％左右。也就是说，
不同分组之间的城市平均规模基本上是翻倍的，
但城市规模效率在不同分组间的增长速度是先

加速，后减速；而在城市规模效率达到最大值后，城市规模效率急剧下降，８００万人以上城市的环境
规模效率平均值为０．５１１，比５００～８００万人组的效率下降了３８％。但是，观察２００５年的城市规模
效率变化，发现其城市环境规模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提高是不断上升的。城市环境规模效率的最
大值出现在８００万人以上的城市规模分组，说明城市环境规模效率的最大值要比经济规模效率出
现得晚，也就是说，环境规模效率曲线具有更大的城市规模空间。纵向来看，２０１０年的城市环境规
模效率要比２００５年大，各城市规模分组２０１０年的平均环境规模效率也要比２００５年大。这进一步
印证了城市环境规模效率曲线还处在上升阶段的观点。

四、倒“Ｕ”型城市规模效率曲线的进一步检验

从分析结果看，基本上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是倒 Ｕ型
曲线关系，具体讲，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率逐渐提高，当城市规模达
到一定限度后，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率开始下降。根据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极大值的求法
可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Ｕ”型曲线关系更为显著，其顶点对应的
城市规模在３５２～９３２万人之间。对应于经济、社会和环境最大规模效率的城市规模分别为：经济

７１５万人、教育５５０万人、文化９０１万人、医疗３５２万人、通信７０２万人、水电气６３４万人、交通７０９
万人、环境９３２万人（根据表４计算）。最高经济规模效率和社会规模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均略低
于超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而最高环境规模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则略大于超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
这种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率与城市规模二次曲线关系是正反两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一

方面，随着地级市及以上城市规模扩大，人财物投入越多，经济、社会和环境产出增加速度越快，这
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表现，即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率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提高。
但随着城市规模继续扩大，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开始显现，即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
率开始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硬、软技术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和
环境管理等软技术状况恶化，导致经济、社会和环境产出增加速度减缓，即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经济、
社会和环境纯技术效率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下降，随着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地级市及以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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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软技术水平改善，主要是科学技术等硬技术状况改善，导致经济、社会和环境产出增加速度提
高。仅有三种情况没有遵循上述规律，分别是：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医疗超效率和综合技术效率伴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以极其缓慢的速度下降，①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再上升；地级市及以上
城市的交通超效率和综合技术效率提高与城市规模扩大关系微弱；②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环境综
合技术效率与城市规模扩大的关系因数据问题而无法得到计算结果。

　　表４ 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被解释

变量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Ｚ
检验值

Ｐ值

经济

规模

效率

常数项 ４．７６Ｅ－０１　 ８．０３Ｅ－０３　 ５９．２８８５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一次项 ２．２３Ｅ－０３　 ６．７７Ｅ－０５　 ３２．９６２９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二次项 －１．５６Ｅ－０６　 ５．８２Ｅ－０８ －２６．８２８６　 ０．００００

教育

规模

效率

常数项 ６．８７Ｅ－０１　 ７．８３Ｅ－０３　 ８７．７２９５　 ０．６８７３
城市规模的一次项 １．３３Ｅ－０３　 ６．６０Ｅ－０５　 ２０．１０２５　 ０．００１３
城市规模的二次项 －１．２１Ｅ－０６　 ５．６８Ｅ－０８ －２１．２７２２　 ０．００００

文化

规模

效率

常数项 １．８０Ｅ－０１　 ９．４５Ｅ－０３　 １９．０７１３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一次项 ２．３６Ｅ－０３　 ７．９８Ｅ－０５　 ２９．５８８９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二次项 －１．３１Ｅ－０６　 ６．９９Ｅ－０８ －１８．７５２９　 ０．００００

医疗

规模

效率

常数项 ７．４４Ｅ－０１　 ９．１８Ｅ－０３　 ８１．１１１３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一次项 ４．３４Ｅ－０４　 ７．７２Ｅ－０５　 ５．６２０８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二次项 －６．１７Ｅ－０７　 ６．６５Ｅ－０８ －９．２８１７　 ０．００００

通信

规模

效率

常数项 ５．４７Ｅ－０１　 ７．９６Ｅ－０３　 ６８．７２８０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一次项 １．８４Ｅ－０３　 ６．７１Ｅ－０５　 ２７．３３８７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二次项 －１．３１Ｅ－０６　 ５．７８Ｅ－０８ －２２．６８０５　 ０．００００

水电气

规模

效率

常数项 ５．７９Ｅ－０１　 ８．９４Ｅ－０３　 ６４．８２３３　 ０．５７９４
城市规模的一次项 １．５６Ｅ－０３　 ７．５３Ｅ－０５　 ２０．７２４２　 ０．００１６
城市规模的二次项 －１．２３Ｅ－０６　 ６．４８Ｅ－０８ －１８．９２９１　 ０．００００

交通

规模

效率

常数项 ５．６７Ｅ－０１　 ８．７７Ｅ－０３　 ６４．６９３２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一次项 １．８０Ｅ－０３　 ７．３８Ｅ－０５　 ２４．３１９２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二次项 －１．２７Ｅ－０６　 ６．３５Ｅ－０８ －２０．０６１５　 ０．００００

环境

规模

效率

常数项 １．４５Ｅ－０２　 ７．７８Ｅ－０３　 １．８５９５　 ０．０６３０
城市规模的一次项 ２．２０Ｅ－０３　 ６．５５Ｅ－０５　 ３３．６１９７　 ０．００００
城市规模的二次项 －１．１８Ｅ－０６　 ５．６４Ｅ－０８ －２０．９１５２　 ０．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同上。

五、倒“Ｕ”型城市规模效率曲线顶点位置及政策含义

为了考察中国各地区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环境效率及其与城市规模关
系的异质性，本研究应用ＥＭＳ软件的ＢＢＣ模型和超效率模型以及上述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算中
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环境效率及其与城市规
模的关系，地区研究考察时期也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最终计算结果见表５。
从四大板块地级以上城市效率分解来看，城市规模效率对城市规模Ｔｏｂｉｔ回归的二次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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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表现为城市规模一次项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很小。

表现为城市规模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符号全部为负，说明中国规模效率符合“倒Ｕ”曲线规律，而城市纯技术效率的Ｔｏｂｉｔ回归的二次项
系数符号全部为正，说明中国城市纯技术效率均呈“Ｕ”型曲线规律。而正是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制
约着中国城市效率的变化：在城市规模效率曲线达到最高点之前，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规模
效率在提高，之后城市规模效率开始下降；而在城市纯技术效率达到最低点之前，城市的纯技术效
率是在下降的，之后才开始提高。二者的强弱决定了中国城市的总体效率演变趋势。如东部地区
的总体效率（超效率）是“倒Ｕ”型，在９９６万人以下的城市效率是递增的，之后是下降的；中部地区
城市的总体效率是递增的；西部地区的城市经济效率是下降的；东北地区的城市效率在２６３万人以
下是递增的，之后是递减的。
由表５分解结果可知，四大地区最大规模效率所对应的城市规模排序为西部、东部、中部和东

北，如西部地区最大经济规模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为８２４万人，高于东部６４０万人的规模，中部最
大经济规模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为４１０万人，东北地区最低为３１８万人；最大交通规模效率所对应
的城市规模依次为西部（１６３３万人）、东部（１２６８万人）、中部（７８９万人）、东北（６２７万人）；最大环境
规模效率所对应的城市规模依次为西部（１０７８万人）、中部（８７０万人）、东部（８５９万人）、东北（４４１
万人）。而四大区域地级以上城市的平均规模排序依次为东部１８４万人、东北１２１万人、西部１１５
万人、中部１０６万人。这说明西部地区城市规模上升的空间较大，而东北地区相对较小。

　　表５ 四大板块城市规模效率极值

点对应的城市规模 单位：万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经济 ６４０　 ４１０　 ８２４　 ３１８
教育 ９１１　 ６５８　 １３２２　 ５６９
医疗 ３７０　 ２４７　 ５３６　 ２０５
文化 ８５１　 ７３９　 ９５６　 ３６５
通信 １２７６　 ８０１　 １５９２　 ６２５
水电气 １０６７　 ７３９　 １４９８　 ５９５
交通 １２６８　 ７８９　 １６３３　 ６２７
环境 ８５９　 ８７０　 １０７８　 ４４１

　　资料来源：同上。

　　以表５为标准，本文分别列出各地区处
于规模效率递减的城市（见表６）。表中情况
显示，上海市在经济规模效率、社会规模效率
和环境规模效率上均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

段，而北京市在经济规模效率和环境规模效
率也处于递减阶段的同时，社会规模效率除
了通信和交通外，在其他方面，如教育、医疗、
文化、水电气等也都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
在经济规模效率方面，东部地区的天津、广
州，中部地区的武汉，西部地区的重庆，东北
地区的沈阳、哈尔滨、长春均处于规模效率递
减阶段；在社会规模效率方面，主要表现在医

疗规模效率上，目前东部的天津、广州、南京、汕头、杭州，中部的武汉、郑州、太原，西部的重庆、西
安，东北的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城市已经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在环境规模效率方面，西部
地区的重庆，东北地区的沈阳和哈尔滨也已经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
表６ 各地区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的地级以上城市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东　北
经济 上海、北京、天津、广州 武汉 重庆 沈阳、哈尔滨、长春
教育 上海、北京 － 重庆 －

医疗
上海、北京、天津、广州、

南京、汕头、杭州
武汉、郑州、太原 重庆、西安 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

文化 上海、北京 － 重庆 沈阳、哈尔滨
通信 上海 － － －
水电气 上海、北京 － － －
交通 上海 － － －
环境 上海、北京 － 重庆 沈阳、哈尔滨

　　资料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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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中国城市规模政策建议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发
展基础薄弱，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还是较低，中国城市化率还处于中等及以下收
入国家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百万人口城市占总人口比重均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相应水平。
未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是，城市效率和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不应过度依
靠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来取得，而应重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高，实现中国城市化路径的调整。城市
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城市科技水平的提高，通过科技进步实现城市经济生产率的提升，而更重
要的是要通过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实现城市社会、城市环境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对城市规模效率
的分析结果对于我国制定城市规模政策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促进中小城市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正相关关系在

一定城市规模限度下成立，这个限度在３５２～９３２万人之间，我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都在此限度
之下。因此，应利用市场机制积极推动我国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城市规模扩张的同时，进一步
加强城市技术创新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二，限制超大城市。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规模效率在城市规模超过上述限度范围之后

将不断下降，对于超大城市应该严格控制其规模。中国的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已经快要突破上
述城市规模限度范围的上限，即将在各个方面都面对规模效率递减的局面，因此应该积极促进周边
次一级大城市的发展，防止其过度扩张。
第三，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中国城市纯技术效率与城市规模负相关根源在于城市规模扩大导

致的管理难度加大和中国对大城市的束缚过多。因此，中国应放松对大城市的僵硬、繁琐且不合时
宜的管理制度，在吸收国外大城市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构建中国大城市的全新
管理体制。
第四，协调区域城市发展。规模效率也即聚集经济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如完善的市场

体系，高效的社会管理制度、原有的综合能力基础等。中国东部地区在规模效率形成所需的前提条
件上要远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显著。因此，中国应
更注重强化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体系建设、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和提升竞争力基础，以使这
些地区也能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通过扩大城市规模来获取更高的规模效率，从而保证中国城市化
在各地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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